本檔案未經整理
交談

「臺灣地方敎會使命的再反省」譯後感                                           劉巧玲

翻譯谷寒松神父的「臺灣地方敎會使命的再反省」一文時；(後文簡稱「敎會」一文)有些話如鯁在喉，必須一吐爲快，故作此譯後感。

當第三世界的敎會漸漸從他們的民族根源及歷史經驗中尋找自己的身分及神學時，我們敎會中也不乏有心人士正積極地尋找臺灣當代神學的運作樞紐，設法由臺灣現勢中找出神學的出發點：不僅能以信仰觀照出臺灣的生活真相，更能進一步地反省、批判、建樹，並帶來救恩。神父憑著多年來對臺灣社會的關懷及「落實」的努力，積極地從事當代神學的反省；而不可否認的，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學的影響，也使得他對當前政策相當敏感，促成A. Dulles的五種模型之外的先知型的主要內容。又因他近年來所從事的臺灣生活品質的研究，將所發現的「時代的徵兆」運用在敎會學上，形成他所謂的敎會的第七種模型——具真實生活品質的團體。

首先，我們可以試問：A. Dulles的五種模型是根據已生活出的敎會現實，加以神綜合反省而成；「敎會」一文中的「先知模型」，可能在拉丁美洲找到它的敎會現實。至於「生活品質模型」尚未明顯地成爲普世敎會或地方敎會的特質，它是否能夠稱之爲模型？其次，拉丁美洲敎會在其時空背景之下所發展出來的先知性角色，應用於臺灣現實時，其內涵是否有所不同？以及生活品質型的敎會觀對今日臺灣有何意義？

先知型敎會觀的探討

至少，我們很容易看出，拉丁美洲所面對的是殖民主義的剝削及壓榨，以及使人民生活貧富懸殊的不正義制度，方促成民族的自覺及抗議。而臺灣的生活却是中國歷史上首度享有全民均富的時期，敎會若要扮演先知的角色，兩者在內涵上必有絕大的差異。「敎會」一文作者，以旁觀者清的姿態，根據西方歷史發展出的民主原則，指出臺灣當代之弊，確實發人深省，但總覺尚未搔到當前中國問題的癢處及痛處。應運而生的先知，除了秉承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普遍原則之外，應在具體時空之下抓到病癥(而非現象)，痛下針砭，而此藥方的效用，多多少少已出現於先知(敎會)的生活見證之中。

竊以爲臺灣之大患，不在於外交、政治或敎育等有形的制度上，而是中國百年戰亂之後民心的疲憊以及當前島國偏安中人心的墮落。至於臺灣制度措施或意識型態的問題，是果而非因，我們不能將它由歷史因素中游離出來而論其得失，而該向前推三百年以觀其緣由，後推三百年以觀其變化。今以經濟發展爲例：我們所談論的臺灣不是抽象的主詞概念，而是一個在貧窮、割據、戰亂及異族統治的生存邊緣掙扎了近百年的中國。民族自尊幾乎喪失殆盡，直到國民政府退守臺灣，更是無所憑依，形成金耀基先生所謂的「邊陲心理」。中國人心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此刻若談「發揚中國文化」或「建立世界宇宙觀」，乃是空疏之論。經濟發展才是中國自救的捷徑，而在此詭譎功利的國際商場競爭之下，若不全力以赴，難觀成果。至於一時的權宜之計，有所偏廢，乃是不得已也。這也是日本邁向「第一」的途徑，無怪乎所有的亞洲國家羣起仿效之心。根據臺灣生活品質的調查研究，國人對臺灣的經濟發展及生活水準報以相當積極的反應，這正是在國家民族自尊受挫、國際地位一再遭到否定的臺灣所需要的，需要一點具體的成就以自我肯定。我們並非無視於經濟發展的遺害，只是我們痛心地看到了癥結 —— 一個飽經憂患的古老民族的極限。大陸失據以後，國人陷於疲憊及貧困中，當初是爲「自家生活水準的提高」這一眼前利益，促使國人重振旗鼓，自然無心也無力高瞻遠矚。直到今日社會弊端叢生，更明顯地表露：癥結不完全是制度策略，而是人；不只是少數的政治領導者，而是所有爲人父母、敎師及大大小小的官員們(這實在已涵蓋了我們所有的成年人，才會造成今日政、經、敎育首長的無力感)。即以今日的中國時報社會版爲例，我們看到從事敎育者指導學生假造敎室日誌；公務員若做了一些本分內之事，便忙著簽請上級記功獎勵，若沒做到則悶不吭聲；一般知識分子功利心態過重等等(72 3 12 )。秩度策略易改，只是人心難移啊！

作者列於文中的先知性的敎會模型，是有鑒於耶穌在世對猶太政治上黨派相爭，社會上的不正義所持的批判心態；然而耶穌批判的重點不在於政治局勢及社會制度，而是經師們僵化了的法律心態以及百姓的硬心(如「敎會」一文所言)。因此耶穌所宣告的「天國喜訊」中的正義，並非現代建基於權利之上的正義概念，而是無條件的寬恕及憐憫，這福音不只爲窮人，也爲富人；不只爲百姓，也爲當權者。而中國人的問題正與猶太相反，該批判的是中國人徇私玩法和小聰明的心態。若我們跟隨南美洲的先知，只針對當前的制度或某一階層人士而發議論，正犯了現代人常有的幻覺，喜歡簡化問題，使目標明朗化，便於批判應對。正如五四運動「傳統誤國」的口號一竿子打翻整條船，如果我們今日又把中國數百年的積弊不加深思地全盤諉過於某種「國策」或抽象的「意識型態」上，不僅無法挽回大勢，恐怕還會亂了大局。我深怕中國已無退守之地，無能爲任何無心之過償付歷史代價了。

更何況敎會若以批判的先知自許，則與國家社會常處一對峙而緊張的關係上，常須劃地以自清。這與中國民族性所要求的「和合」精神(錢穆語)無法配合，而且敎會本身並不是以公正、民主、自由爲最高價值，它所標榜的是犠牲、容忍、仁愛、寬恕，並常以此要求信徒的德行。如果敎會以後者自許，却以前者批判其他的制度組織，似乎有所不妥。若再具體觀察當今的臺灣敎會，本身未能充分生活出先知的睿智及見證，而神學工作者是否能以這種批判性的先知模型預顯臺灣敎會的特質，實是一個值得三思的問題。

真實的先知使命

但是，敎會只要一日保有天主的啟示救恩，就負有先知的使命，只是這先知的形象因時因地有相當不同的面貌；而且它能否成爲一種敎會模型，仍有待歷史的考驗及證實。我們目前只知道，臺灣的敎會和其他的人間團體一樣，也是需要救恩提昇的團體，它可能像耶穌當時所面對的堪稱「老資格」的以色列選民一樣，更有待聖神的火煉使之脫胎換骨。故臺灣敎會的先知使命可能不是趾高氣昂的批判，而是一個不斷在悔罪聲中革新的見證。自視爲人類社會中的一員，把它聖事性的救恩具體實現爲生活的現實。這是「敎會」一文所提出的「第七個模型」的真正意義。

正因爲前文已說了，臺灣真正的病癥在於「百年戰亂之後民心的疲憊以及島國偏安下人心的墮落」。當我們推動政治的理想、敎育的原則及宗教的情操處處受挫時，正暴露出我民族性面對現代世界文明挑戰的限度。孔子曾謂：「老年戒之在得」，中國這古老的民族，在物質經濟之「得」中，貪欲私情暴露無疑，百年的憂患已把這民族本性磨練得現實而精明，失去千秋大國的胸襟，不足與之論道矣！中華民族亟待輸入新血(我們稱之爲救恩)。否則，一個自保不易的島民何能開拓出宇宙觀或全球意識感？我們又怎能苛求一個飽受抨擊的道統常持一超然而開放的態度？只是敎會在宣揚天主的救恩時，常要想到自己也是一有待救贖的團體，對臺灣社會的得失也負有一份責任。我們當中若想諉責，都該讀一讀中國時報所刋載的「土撥鼠事件及其廻響」。約瑟夫‧法卡斯曾描寫他如何目睹一隻士撥鼠被殺的故事，因而引起讀者廣泛的責斥，他的答覆是：

我爲袖手旁觀一隻土撥鼠活活被搯死認罪。我爲不曾設法阻止超過一百萬人在越南被殺認罪。我爲不計其數的懈怠，不去糾正圍繞在我們身邊的不公、醜惡與恐怖認罪。我敬佩所有那些拿起武器向汪洋般的苦難挑戰的人。但對那千千萬萬——像我自己——因爲惰性、懦弱、自私、或無知而默許(甚至支持)罪惡的人，我說：讓那無罪的人丟第一塊石頭吧！

縱然敎會已領受了天主的救恩，仍不敢自視爲可以丟第一塊石頭的無罪者。我們和全臺灣的中國人一樣承荷著歷史的隱痛和當前的無力感，我們需要新的立身精神以及新的生活內涵。由這個觀點來看，視敎會爲一推展生活的新精神和新內涵的神學，可能真正答覆了臺灣的「時代徵兆」，而不只是迎合潮流而已。因臺灣所需要的不是宣講批判，而是見證；敎會在此使命下若能自覺而徹底活出一個具救恩品質的生活，自然能發揮「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功能。因此「敎會」一文所提出的「生活品質型敎會觀」實在值得任何一位關心中國敎會的人士深思。

中國近百年來，一向只有生存問題，而非生活問題。如今，臺灣朝野人士大致都已意識到生活的品質是一問題，而探究「人該怎麼活」時，必會觸及「人究竟是什麼」這終極關懷，正是天主答覆人類的「福音」所在。換句話說，敎會宣揚福音及社會尋求幸福可以在生活品質的探討上交會。

根據TARGTI對「臺灣生活品質」的調查研究，證實國人的宗敎和日常生活互不相關。不論是按照基督徒的價值體系也好，或是社會科學的統計分析也好，宗敎確實是現實生活的外一章，正高居雲端，受風寒之苦。一般宗敎在中國，連與倫理道德的關係都不甚密切，更遑論其他了：「雖然宗敎在與道德秩序的關係上扮演了超自然的制裁角色，但宗敎本身既非倫理價值的主要源泉，亦非懲戒違犯倫理價值者的中心權威所在。……並未據有一支配而獨立的道德系統之地位。」(楊慶堃，一九六一：二七八)那麼宗敎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層面生活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爲宗敎所傾銷的常是他世或超性的純宗敎理想價值，未足夠關懷到秉性淑世的中國人內心的渴望。敎會若想把基督的福音變成人類的福音，必須主動地由神壇高位上走下，深入人類生活的各種層次，答覆此時此地的生活問題，而不只是談來生福報而已。

近來社會上對生活品質的探討，已在實證階段上談到了盡頭，漸漸導向哲學的層次，談到宇宙有機世界、人性價值及古聖先哲的人生態度等問題。然而，談歸談，回到社會現實時，對百病叢生的政治、社會、敎育、環境等等問題，仍然感到一種疲憊及無力感。這也難怪，一個人本道統支撑這龐大的民族近乎三千年(自西周人文運動開始)也該累了，需要超人文精神的提昇。基督宗敎應有「捨我其誰」的大志，深入人類生活的莊嚴及幽闇處，效法莊子解牛，得其「大却」、「大道」，在其關鍵處，注入福音新血、成就新道統，新精神。

根據生活品質的實證研究，我們相當肯定中國與基督宗敎的交談，不在於形上哲學或是道德體系(自瑪竇東來，已談了四百年了)，而應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目前不少人文學科聯合起來答覆臺灣社會的問題，在理論架構上狀似多元、平衡、整合，但其基本精神仍逃不出物質、實證、理性的死胡同。如果我們接受「人類存在一天，罪惡就不會完全消逝」這一事實，那麼生活品質定義中所涵括的八個層面(物質的、社會的、思想的、倫理的、藝術的、政治的、心理的、宗敎的)永遠不可能達到圓滿協調之境，最後仍須求助於「天道不滅」的宗敎情懷，以及「反求諸己」的道德操守，在某種信心之下發揮人性本有的創造、調適及統合的基本能力。換句話說，我們漸漸由靜態的「生活品質」觀體會出人格主體在客觀生活環境中的樞紐作用，這頗符中國傳統哲學的唯心、人本的傾向，但中國的人文傳統仍等待著基督這位天人的洗禮。

若我們據此反觀基督宗敎的啟示，不難看出福音對臺灣社會的真正意義何在。中國民間的渴望和舊約所標榜的十分相近：受天主降福的理想生活常是驢馬千百、子女成羣。但基督所帶來的「更豐富的生命」及「天主兒女的生活」却是能在不正義、不平等的荒土上綻放出圓滿的生命花朶，祂爲人類指出救恩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並且進一步喚醒了人性中隱含的生命要素，它必須經由犠牲方能完成，通過死亡以達復活。社會實證科學常只為人類指出生命的廣度，但基督或其他宗敎的神恩領袖却常爲人類指出生命的深度，故宗敎及其他科學都應在「爲人類謀幸福」的關切上會合，如此基督信仰才能漸漸成爲中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

敎會雖然在信念中已肯定了基督的生命境界，並表達於聖事象徵中，但在實踐過程上的掙扎和洗鍊，敎會與世界並無大異。記得曾在一張小卡片上看到幾句話：

不要走在我前面，

我怕跟不上你；

不要走在我後面，

我看不見你；

請走在我旁邊，

作我前行的伙伴。

這正是「敎會」一文所提出的B模型傳敎使命觀的寫照：敎會是在世界之內的忠實伴侶，它不僅要爲世界活出一個生活見證，這種實現同時是敎會自身的圓滿。

結論

根據TARGTI的實證研究，我們既已發現宗敎與國人日常生活上的隔閡，基督宗敎要本地化，必須主動關懷參與「俗世」的生活，本地化的神學也應由現代國人所關切的問題入手，而推衍至人類生活的終極關懷。「現代人的生活品質問題」不僅是臺灣國人所關切的，更是國際所矚目的，它的內涵可廣可狹，可小至人體所消耗的蛋白質及熱量，或是擁有的電視機數量；但它又可大至生活的境界或人性的奧秘。而基督信仰甚至可以突破歷史時空，由天人合一的永恒極境，來答覆現代生活的危機。

然而，疲憊的中國已難負荷更多的指責，也不需要更多的人學理論，它所需要的是一種具有救恩力量的生活見證。使每一個接近它的人都能感染到希望與力量；因此敎會爲了自己，爲了世界，都應先淨化提昇自己，成爲行動的先知。故一個具有救恩品質的生活團體，是臺灣敎會先知使命的主要內涵；它是否能夠稱得上是一個「模型」，不能祇消極等待往後歷史的印證，而應聯合所有關心臺灣敎會的人士共同努力。神學工作者可以據此重新探討敎會學、基督論或救援論的象徵及表達問題；牧靈工作者則更直接地參與社會的建設，使天主的慈愛及正義成為一個可見的標記。說實話，臺灣的敎會如一盤散沙，在理想上缺乏共識(敎會本地化愈來愈成了一個空泛、令人不知如何著手的宣傳)，在行動上缺乏一個共同奮鬪的目標，各說各話，不輕易肯定他人的見解及努力。在中國多瑪斯尚未誕生以前，「生活品質觀」神學可能是近期敎會內所冒出的小小可喜的靈感，我們應更加敏感地聆聽並觀察它的成長。相信我們開誠佈公的討論、分辨及參與，無形中都在爲本地神學催生，願以此與關心臺灣敎會的人士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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